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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桥梁记科技与文学的双重书写 

李佳
1
 

【摘 要】：桥梁记起源于南北朝时期，至宋大兴。宋代桥梁记文本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营缮桥梁的原

理数据，二是创作主体的情感哲思，两者融合统一，形成了宋代桥梁记科技与文学的双重书写。双重书写的实现条

件有三个：首先是文体自身的“记录”“教化”功用，要求文章既要有桥梁建造的客观记录，又要有教化世道的主

观表达；其次是文士具有沟通文理的知识体系和求真务实的做事理念，作者“文学家”与“工程师”的双重身份使

得科技与文学双重书写成为可能；最后是文化背景影响，国家重视桥梁修造、科技发展达到顶峰，使得宋代桥梁建

设广泛开展，这是桥梁记创作的直接动因。宋代桥梁记的科技与文学双重书写，使得桥梁记既具有科技文章的客观

精准性，又具有文学作品的情思感染力，成为桥梁记区别于赋、策、论、表等其他文体的独特属性，还为后人保留

了古代建筑、文学、史学、地理学方面的珍贵文献，具有多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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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记，是因修建桥梁而作的记文，文章题目多为“桥梁名称+记”形式，属于中国古代记体文类。目前所见的最早桥梁记

是后魏武定七年（549）于子健的《武德郡建沁水石桥记》，自此至唐存有 4篇，而有宋一代则骤增到 80余篇，可见宋代桥梁记

创作的繁荣景象。目前，学界已经认识到了宋代记体文的独特价值，谭家健、曾枣庄、杨庆存、洪本健等人已有论述，尤其是

以绘景抒怀为主的亭楼记、游记，因其文学性较强，为文学研究者所偏爱，研究成果较多，但对内容写实、风格质朴的桥梁记

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桥梁记内容丰富，包含建桥方案、施工过程、山川地貌、地域风俗、哲理阐释、人事评价等内容，具有

文学、建筑学、地理学、史学等多维价值。桥梁记的繁荣与宋代的儒学复兴、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从文学与科学并置统

一的视角考察宋代桥梁记书写，分析实现双重书写的文体、文士、文化因素，对探究宋代乃至古代中国文学与科技的密切关联、

中华文明的整体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抡材选址、缆舟架梁：宋代桥梁记中的科学记载 

宋代桥梁记中包含的最为丰富的科学信息主要集中在桥梁建筑科学领域。自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倡导“天有时，地

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1开始，历代百工匠人在追求优良品质的过程中，无不综合考量天时、地理、

材美、工巧四大因素，宋代桥梁建造概莫能外。宋代桥梁记中，记载了桥梁的选料用工、修造原理、造型规模、尺寸功用等科

学信息。以下按照桥梁外形并参照建材主料，分别考察宋代桥梁记所载的浮桥、梁桥的建筑科技书写。 

（一）浮桥建造技术书写 

浮桥，古时称为舟梁。它是用船只来代替桥墩，故又有“浮航”“浮桁”“舟桥”之称。
2
浮桥，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桥梁，

《诗经·大雅·大明》所载“造舟为梁，不显其光”3，便指浮桥，因其联舟而成，营造难度小，见效快，故经汉魏至唐宋，一

直是中国古代桥梁家族的重要成员。尤其是河面宽阔、水流湍急的大江大河，修建桥墩、架设桥梁非常困难，而联舟而成的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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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则能快速有效地解决渡水难题。宋代桥梁记中有很多修建浮桥的记载，从中可见修造技术不断完善的过程。 

凤林桥位于今江西吉安安福县，南宋王庭珪、周必大相继为此桥作记。南宋绍兴十年（1140）王庭珪因县令韩帮光重修凤

林桥而作《凤林桥记》，文中详载桥之规模状貌： 

桥长三百尺，广十有二尺，下为二十舟，鱼贯而浮。桥心为亭，其方如桥之广而益其三分之一，突出江半，名曰跨江亭，

江之南为屋于堤上，以观浮梁之倒影，丹雘飞动，若欲凌鹜大空者，曰彩虹亭。 

换算成现代长度单位后，桥长约 100 米，宽约 4 米，桥板用浮于水上鱼贯而列的船只承托。凤林桥不仅考虑到交通需求，

而且考虑到审美需求，桥中间修建“跨江亭”，桥南岸修建“彩虹亭”，用以观览长桥卧波、水光天色的美景。浮桥相对易建，

但木舟木梁随水涨落而伸缩飘荡，再加上风侵雨蚀很容易损坏。南宋庆元二年（1196）周必大受县尉陈章请托，因再修凤林桥

而作《安福县重修凤林桥记》，而这已经是自王庭珪撰写《凤林桥记》50年来的第三次修缮了。周必大在文中梳理了凤林桥修建

变迁后，指出了浮桥易坏的重要原因——材料不足、工匠不巧、维修不及时，陈章再次修造则吸取了教训：“抡材选工，举大

舫二十而新之，冶铁为绠，纫竹为筰，图惟悠久之计”4，与王氏《凤林桥记》记载相比，这次建桥挑选了能工巧匠，将小船换

为大舫，绳索换为铁链，并辟专门资金用作日后修缮，以图桥梁使用久远。在此之后，凤林桥经历了多次毁修，并在明代万历、

崇祯年间经乡绅邹善、知县陈宝泰等人相继维修加固，成为长约 170米的石梁桥，更加坚固宜行。5 

浮桥易建，也易毁。其常因水流大小涨落而被不断拉伸，特别在夏秋季节强降雨后，水量暴涨，往往拉断绳缆，解体船舫，

瞬息之间，冲散浮桥。鉴于此，宋人不断改进浮桥技术，唐仲友《新建中津桥碑记》中，便详细记载了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以寸拟丈，创木样置水池中。节水以筒，郊潮进退……桥不及岸十五寻，为六筏，维以柱二十，固以挞。筏随潮与桥岸低

昂，续以版四。锻铁为四锁，以固桥。纽竹为缆，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维舟，其八以挟桥，其四以为水备，其二十有六以系筏。
6 

中津桥由南宋唐仲友于淳熙八年（1181）任职临海（今浙江台州境内）时，亲自设计建造。他仔细考量河流变化，先按 1:100

的比例在水池中制作了桥梁木样，使建桥工匠明确桥梁原理构造，做到胸有成竹后，方予施工。唐仲友用 6个木筏连接桥与岸，

使浮桥长度可随水面宽度变化，这是中津桥最可贵的设计。“涨潮时，筏浮于水，但又靠柱和篾缆控制住位置。潮落时筏成坡

道，各支点搁在两柱之间不同高度的楗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栈桥，由于潮水涨落坡道与舟节之间距离的改变，以及浮桥平面上

曲率的变化，靠续以筏间的跳板来调节，一切自动进行。这一‘活动引桥’原理，现代浮桥还在应用。”7 

上述以外，宋代还有很多记文写有浮桥技术信息，如叶适《利涉桥记》中的浮桥建于今浙江黄岩：“桥长千尺，籍舟四十，

栏笝繂索，隄其两旁，梱图狻猊，讫三十旬，斤铁九千，木石两万五千，夫公六万余。”8 宋祁《寿州重修浮桥记》所建浮桥位

于今安徽寿州，施工如是：“下令於冬，材集以春。百桴盘盘，泛溜而臻。是锯是斤，疏为千章。密贯致联，压柞扶持。舟牢

索坚，垣为夷涂”9。范成大在乾道五年（1169）任处州（今浙江丽水）郡守时修葺浮桥，并作《平政桥记》：“凡为船七十有二，

联续架梁，为梁三十有六，筑亭溪南以涖之。”10 朱熹《信州贵溪县上清桥记》：“桥之修九百尺，比舟七十艘，且视水之上下

而时损益焉。”11这些记文留下了江左、岭南大小型浮桥的诸多信息，为探究宋代浮桥应用地域和建造技术留下了宝贵资料。 

（二）梁桥建造技术书写 

梁桥古称平桥，可直接架梁于河谷两岸，也可架于木柱或桥墩上，外形平直，相对于拱桥容易建造。宋代桥梁记中出现最

多的桥梁类型便是梁桥，主要有木柱木梁、木柱石梁、石墩石梁三种，建造者根据地形、财力等情况因地制宜，修建完毕作文

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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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宣化军新桥记》所记“新桥”是木柱木梁桥，建于宣化军（今山东高青县），施工过程严谨科学：“工之巧拙、材之

良恶，斧斤之高下、绳墨之曲直，必亲焉。如此九十有七日，桥乃成。凡五杠，三十七柱，七十八梁，皆大木也，所以取大壮

而图不朽。”
12
建造者兼顾工匠能力、材料优劣、工具效用、测量方法等因素，特别考虑到木材易腐、质地柔韧的特性，专门精

选多年生长、壮大坚硬的木料，设置 37 座木柱来支撑 78 根木梁，力图使用长久。中原和江右一带木柱木梁桥相对较多，盖因

木材获取方便，台风暴雨较少，并非一定要石桥来抵抗恶劣天气侵袭。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汴梁城中的虹桥便是木拱桥，

杨亿《南津桥记》所记南昌的南津桥：“以时斩木，必取楩楠之良”13，楩木、楠木皆为大木。《战国策》载:“荆有长松﹑文梓

﹑楩﹑楠﹑豫”14，说明楚地盛产这几种木材，在南昌建木桥只需依照时令，去附近山中采伐即可，比较方便。 

石桥比木桥更坚固耐用，然而大型石材的切割、运输、架设需要巨大的财力、人力和高超的技术，并不容易实现，故而长

城才被誉为世界奇迹。运石上山困难，砌石江底、架石江面亦殊为不易，然而，凭借天时地利、众志巧思，宋代仍然修造了大

型石梁桥，成为桥梁史上的奇迹。蔡襄于泉州任上，历时 7 年主持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入海口处大型石梁桥——万安桥，

也称洛阳桥。竣工后，蔡襄作《万安桥记》载：“泉州万安渡石桥，始造于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讫工。

垒址于渊，郦水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长三千六百尺，广丈有五尺，翼以扶栏，如其长之数而两之。”15蔡襄记文朴素，只

是记录了桥梁地址、规模尺寸、大略外貌，并未夸耀建造之苦与功绩之大，反而映衬其谦逊务实的品格。实际上，万安桥的先

进技术在同期和后期其他桥梁记中，得到重要补充。北宋方勺《万安桥》记载：“多取蛎房散置石基上，岁久延蔓相粘，基益

胶固矣”16，利用牡蛎分泌物加固桥基，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采用“种蛎固基”的生物学原理加固维护桥梁，为蔡襄独创。明

代仇俊卿《重修洛阳桥记》详细总结了蔡襄造桥时创造的“筏型基础”“浮运架梁”等先进科学方法，为后世留下宝贵的资料。

万安桥建成后，闽地造桥多用其法，如晋江安平桥、连江县潘渡石桥等，“仅《泉州府志》中就记载了一百十座”17，很多石梁

桥沿用至今，令人惊叹。20 世纪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曾在他《中国科技史》中道：“在宋代有一个惊人的发展，造了一系列巨大

板梁桥，特别在福建省，在中国其他地方或国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和它们相比的。”18 

闽地出产花岗岩，修造石桥取材便利；海港大桥与内陆桥梁相比更要抗住海水侵蚀、风暴摧残，故此地建造石桥既有条件

又有必要。其他地区虽然知晓石墩石梁桥坚固持久，但处理较难、费用昂贵，而木柱木梁桥，材料处理虽然方便，却不坚固，

于是结合二者利弊，出现了石墩木梁桥。蔡襄修万安桥，起到了榜样作用，推广到浙江沿海一带，温州乐清名士万规便仿照万

安桥在濒临东海的赤水港修建了万桥，《永乐乐清县志》卷 7曰：“（万规）居海滨，有赤水港，旧以舟渡覆溺者多。规乃竭家

资，率邑里，买石筑堤，仿泉之万安建桥”19，但因为资金石材不足，万规便造了石柱木梁桥，并作《万桥记》记录靠一己之力

建桥的过程，他先用石材建两岸滩地并向水中延伸以横截江水：“筑成东西两滩，上下一百寻，截江三十丈”20；继而江中垒起

4个石桥墩，桥墩硕大坚固，迎水面尖锐，以减少水流阻力。“乃累横石为四柱，其形锐而大，一柱之广纵二寻，横一寻有半，

其三寻有畸埋滩淤之下，出滩之上者裁二寻有半”；每个桥墩长约 5米，宽约 3.8米，高约 14米，其中约 7.6米隐埋在淤泥下。
21
最后，在桥墩上横木为梁“上跨木为梁，其柱疏以立，其间迂而阔，以石不能跨故也。吾尝谋以石为梁，则曰：非刚厚极大者

则不能长久，抑非绵力薄材所能致也”。可见万规最初是想在桥墩上架设石梁，以求桥梁使用久远，但桥墩之间距离较远，非

厚且长的巨石不能实现桥墩间跨联，但单凭万规个人的财力、技术无法实现，只能暂时架木为梁。万规对此有遗憾亦有希望，

他在文中讲：“吾于是桥，旷岁以观其变动，而后能尽其利疚。其梁木他日虽有坏，其址柱不坏，以其时损增之吾之于利，不

独在于落成之日，而又存于救坏之时。”万规在个人力量无法实现建造石柱石梁桥的情况下，桥柱全部使用石材，省却后人截

水建基之难，梁板更换相对容易，暂用木材，待他日有条件可随时将木梁换为石梁。可见万规建桥并非贪图一时之功，而是倾

尽全力，图其久远，便于后人。如万规所望，万桥经明清到现代的几次修缮，已换木梁为石梁，在九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普惠

乐清百姓，至今仍是白龙江两岸的联通要道。 

宋代桥梁记中记载的桥梁类型不唯以上几种，按造型划分，还有虹桥、单跨桥、多跨桥、屋桥等。如张玠《会湘桥记》所

记为屋桥：“架屋其上，以庇风雨”22，唐仲友《重修桐山桥记》所修的山间桥梁是单跨“飞桥”：“相水势不可与争，架木为

飞桥，如兵书所谓天潢者，三节两重，长七寻有六尺，覆以板，甓甃其上，翼以石栏。岸高寻有七尺，叠石各广九寻”23，并于

桥梁两侧设置石栏，美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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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宋代桥梁记中的桥梁书写与诗、词、赋文体中的桥梁书写的最大不同，便是书写方式与目的的不同。诗、词、赋中

的桥梁书写多采用描写的方式，通过形象描摹，传达桥梁的美感，或以“桥”为一个意象，同其他意象共同构成意境，如王安

石《渔家傲》：“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
24
，范成大《州桥》“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25
。而桥梁记中

的桥梁书写，多采用数字、叙述、白描等综合方法，全面书写桥梁的地域、选材、造型、原理、尺寸、工具等信息，精准、客

观地展现桥梁本身与建桥始末，这种客观科学的书写方式，不仅使桥梁记本身具有一种严谨、质实、精简的美感，而且留存了

大量古代建筑科技文献史料。宋代距今约千年，彼时桥梁多已毁废，但从桥梁记留存的诸多信息中，仍可见宋代领先世界的桥

梁建筑技术，对于宋代建筑科学及文化发展研究，殊为可贵。 

二、扬善贬恶、议理抒怀：宋代桥梁记中的情志表达 

宋代桥梁记中除了大量桥梁信息的客观记录之外，另一突出内容便是抒情言志的主观表达，而主观表达是作品文学性的重

要体现。宋代桥梁记主要通过议论叙述的方式来直接表达作者的情感态度，这与同时代的游记或者亭台记主要以写景叙事而升

发出作者情感态度的方式有所不同。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淫雨霏霏、春和景明的描绘，苏轼《石钟山记》月夜绝壁、骇

然声响的描摹，这类描写在桥梁记中极为少见。桥梁记作者不需要太多景象描绘作为自我情志表现的寄托或铺垫，而是多本于

儒家经世观念，在文中直接阐明政治观点、品评人物风格、抒发哲思感慨、揭露时局弊端。 

（一）美刺社会现状 

桥梁记在汉魏时期初现，其功用一是记录建桥始末，二是赞扬建者功绩。记文完成，多勒石刻碑，立于桥旁。宋代记文沿

袭了桥梁记文体的“称颂”基因，很多作者借“称颂”建桥者大发议论，歌颂笃诚勤奋、任责务实等高尚品格。 

文同《众会镇南桥记》，记载了北宋鲜于端夫的建桥事件。文章开篇便称赞：“中山鲜于端夫淹茂而好善，正重而有谋”；

继而简述其抵御羌虏、平定边陲的焯焯大功：“虏尝薄城，欲肆其丑者甚力，端夫先身麾士众乘陴，分制御具，随迮之。虏度

不可角，遁去。已而正总守，事势益专，诸羌畏摄，不敢动创心，群疑释然而安”；边境安定后，鲜于端夫又乘其空闲，通沟

修桥、惠利民众：“坐累家居，杅杅然不自废，犹视其所以当为者为之”；石桥建成后，过者歌德，文同亦赞：“余爱端夫好

学而信道，以资其长才”。26文章从建桥事件引申开来，插叙鲜于端夫抵御敌寇的事迹，意在彰显其疆场建功的大才和为民谋利

的大义，以彰显爱国爱民、奋发有为的社会风尚。 

其他桥梁记中也多有称美建桥者的言辞。罗适《洞山石桥记》，记载洞山邑良民应宗贵组织族人修建石桥一事。文末嘉叹其

“能择子弟、率亲戚，教之以儒术，已而成粹美之器，中廉能之选，俾德泽仁术有所沾润”
27
。郭知章《王公桥记》记载承议郎

王成季建桥以解济涉之难，盛赞其能吏品格：“（王成季）静厚衍裕，政本于诚，介然与世吏殊好。并心一意，恻怛于吾民，

培善使植，化悍使柔，狱讼不威而辨，赋役不猛而集”等。 

宋代桥梁记中不仅沿袭了文体“称美”的传统，而且加入“讽刺”“批评”的意味，这是桥梁记在宋代的新变，文中常常

批判政令、庸吏、恶俗。苏辙于熙宁七年（1074）任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掌书记时，著有《齐州泺源石桥记》，记载了齐州

知州李常、历城知县施辨等人建造石桥的事件，文末议论耐人寻味： 

桥之役虽小也，然异时郡县之役，其利与民共者，其费得量取于民，法令宽简，故其功易成。今法严于恤民，一切仰给于

官，官不能尽办。郡县欲有所建，其功比旧实难，非李公之老于为政，与二君之敏于临事，桥将不就。夫桥之役虽小，然其劳

且难成于旧则倍，不可不记也。28 

苏辙认为州县建桥本是正常政务，但现在管理制度严苛，官吏做事没有自主权，一切以上级为是，导致政务处理阻力连连，

民不获益。与昔日制度对比，弊端明显，那么昔日如何呢？从前政令灵活有度，建桥等惠民之事，可与民众商量共同出资，共



 

 5 

同受益，如此一来，民生工程建设效率高、效果好。如今，民众急需桥梁解决交通困难，而政府修桥需要征得上级同意，并获

得官方拨款，此类政事因资金不足常常作罢。齐州泺源石桥若不是利用附近废弃堤坝的石料铁器，亦恐难成。而今昔之变化，

源于熙宁变法。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开始主持变法，到此时是第五年，苏辙反对新法，他离任中央、任职齐州也与此有

关。早在嘉祐末年（1063）王安石征求苏辙对“青苗书”（此书已具青苗法之雏形）的意见，苏辙云：“使吏倚法督责，非民

之便”29，便明确反对官吏严苛教条的执行政令，既不利于处理政务，又不方便百姓。《齐州泺源石桥记》中的观念与之一脉相

承，苏辙先后任职河南、陈州、齐州，更能体会到新法具体施行中的弊端，便在文中借建桥之难，加以批评。 

其他诸如此类在桥梁记中表达批评观点的还有曾巩的《归老桥记》，记写柳侯年老主动辞官归乡而建归老桥的事件。文中借

释名“归老桥”，赞赏知老而退的柳侯，暗讽那些年迈无力却不舍爵禄的官员。正如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所载：“老而

致仕，进退之节宜尔。柳侯归老之乐，知止之意，所以风有位也。”
30
石介《宣化军新桥梁记》记载宣化军使张景云建造清河桥，

文中痛斥了地方恶俗。清河上屡次建桥都被 15家摆渡人破坏，久而久之，形成奸孽之风，文章描摹其奸恶之状：“爪距森森、

牙齿颜颜，相与横歧盘错于其间，崇奸深，树孽大”31。从夸张的言辞中，可见作者嫉恶之心。 

（二）抒发感悟哲思 

宋代理学大盛，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真德秀等理学家辈出，即使以文称盛的苏轼、王安石等人，理学造诣

亦颇精深。在士林浓郁的理学风气影响下，作者时常在桥梁记阐述经义哲思，使得宋代桥梁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学色彩。 

真德秀是程朱理学传人，于宝庆丁亥年（1227）作《上饶县善济桥记》，当时其为史弥远所不容而退归故里。文章记载了里

间富人叶泽出资建桥的事件，真氏赞赏叶泽仁善的同时，兼论“富”与“仁”的关系：“昔阳虎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盖仁

之与富，不相为谋，有富者之力，而无仁者之心，不暇以济物；有仁者之心，而无富者之力，不能以济物。”
32
先引《孟子·滕

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33，引出富裕与仁善关系的话题，并作进一步阐释，一般来讲，“富”

与“仁”是矛盾的，拥有财富的人，多缺乏仁心，一心追求利益，没有心思去帮助别人。而心地仁善的人，多没有财富，想要

助人，却没有能力。真德秀的理学根植于儒学，他对“富”与“仁”矛盾关系的认识，与儒家“重义轻财”观念，乃至由此进

一步引出的中国封建时代“重士轻商”“重农轻商”的价值观，一脉相承。 

再如周必大《邹公桥记》中总结封建社会中兴利济人的三种方式与各自局限：“力可兴利济人者有三：郡邑以势，道释以

心，富家以资。然势者或病于扰而其成也苟，心者必借于众而其成也缓，资高者又丰入而吝出，瘠彼而肥己，能推惠者几何人

哉?”34 他认为官府借助行政权威兴利济人，但常常为各种制度掣肘，成事勉强；佛道两家借助影响人心而促其做事，但需借助

众人之力，成事缓慢；富人可凭其钱财兴利济人，但多不舍其私家财产，成事者少。周必大是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官至

丞相，能高屋建瓴、顾览全局地总结社会问题，对待纷繁事物能击中肯綮、抓住要理，清晰而准确地阐释出来。桥梁记中的哲

理阐发还有江公望《睦州政平桥记》感慨：“政之在事者有条，事之在物者有理，简而不疏、文而不害”35，黄裳《坦履桥记》：

“县令知其所以为政，邑人知其所以为善，二者相遇于邂逅，则是邦也常有惠民之最，利物之功。”36凡此种种，皆为常见。 

除哲理阐发之外，宋代桥梁记中也偶有兴怀抒情。如叶适《利涉桥记》中回忆往昔同乡邻娱嬉山川的悠游场景：“叔和与

邑人日曳杖娱嬉于北山，潮生汐落，随江降升，悠然如泳汉浴沂，以咏歌令君之遗憾。”37这一段与《论语》曾点言志“暮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38所描述的场景极为相似，抒发了出叶适投身自然的怡然洒

脱之情。但总体看来，宋代桥梁记的主观表达中，仍以议论时政义理为主，此类抒发超然之情的极少。 

桥梁记中既包含造桥原理数据的科技信息呈现，又包含作者情志的文学色彩表达，这种科技与文学的双重书写，其他文体

鲜见。传统文章如诗、赋重于情感渲染，策、论重于观点阐发，即便是桥梁记之近亲亭楼记也多是景象描绘和哲思抒发，文学

韵味浓厚。而一些宋代科技文献，如《营造法式》《木经》《宋史·河渠记》等多是客观说明，几乎没有主观色彩。宋代桥梁记

是鲜有兼备文学与科技双重表达的文体，它将文学的善感绮丽与科技直简冷静相杂糅，形成一种独特的美学风范。那么，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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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重书写是桥梁记而不是其他文体能够实现？为何是宋代而不是宋前能够实现？以下试作探讨。 

三、文体、文士、文化的作用：双重书写的实现条件 

关于宋代桥梁记何以能实现科技与文学的双重书写，应从文体、文士、文化三个层面分析。 

（一）文体功用：宋代桥梁记具有“记录”“教化”功能 

桥梁记是记体文的一种，记体文诞生之初的功用为——“所以备不忘”，文中一一记录建造桥梁的缘由、地点、经费、修

建者等信息，便是以备将来查阅建桥始末的，并常将文章勒石刻碑，置于桥旁，用来彰显主事者的品格功业。因此桥梁记除了

“记事件”外，还有“颂功绩”的意味，宋前的 4篇桥梁记，于子健《武德郡建沁水桥记》（后魏），崔祐甫《汾河义桥记》（唐）、

乔潭《中渭桥记》（唐），刘丹《西郭桥记》（唐）皆是如此，从文体功用角度看，“记”实与“碑”“铭”文体互有交叉。至宋

代，士人“破体为记”，使得桥梁记也打破了原有“记事件”“颂功绩”的边界，大大增加了主观情志表达的成分，且多以议

论的形式呈现，具有教化意义。宋人张玠《会湘桥记》说明作记目的：“既以此相勉，又将以观于异日”39，“勉”便是勉励众

人之意。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论宋代记文“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
40
，宋人在桥梁记中不仅颂扬建造者，还

鲜明表达了对时政、历史、风俗的褒贬态度，希望使文章发挥引领社会风尚的教化作用；甚而明经辨理，使教义传之久远。 

宋代桥梁记继承了桥梁记文体自身的“记录”基因，使得文章可以客观记录建桥信息，这些客观信息中，便包括桥梁材料、

规模、尺寸、技艺等科学信息，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列举的桥梁记文本中大量科技信息，皆得益于桥梁记文体的记录功能，桥梁

记的科学书写便有赖于此。宋代桥梁记变革后文体又新增“教化”功能，如叶适《赠薛子长》讲：“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

益也”
41
，当然这并非是宋人特意强化桥梁记文体的教化作用，而是在崇尚议论的时代风气的熏陶下，文风的整体变化。关于宋

文爱发议论的特点，诸多学者已有论述，郭预衡道：“文人学者中间，好发议论，也就蔚为风气”42，张寿康言：“宋代杂记则

多议论、抒情乃至有考据、说明的成分”43，这也是文体自身发展变革规律的体现。桥梁记若要具有“教化”功能，仅仅客观记

录建桥事件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有主观议论和说理，如本文第二部分所列文献，桥梁记中常有态度鲜明的赞颂批判，或是平

缓严谨的道理分析，相比宋前桥梁记，主观色彩尤其鲜明，而鲜明的主观色彩则凸显了宋代桥梁记的文学性。总之，正是桥梁

记文体到了宋代兼有“记录”“教化”的两种功能需求，成为科技书写与文学书写融合一体的前提。 

（二）文士特征：宋代士人具有博学、务实品格 

宋代桥梁记的创作主体是宋代士大夫，桥梁记创作者与建桥者的关系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作记者与建桥者是同一人，如万

规建造万桥后作了《万桥记》，有能力造桥者多是官员或乡贤，而无论是学而优则仕的官员，还是修养品格为人敬重的乡贤，都

是有着良好文化素质的知识阶层；二是作记者与造桥者并非一人，如曾巩《归老桥》，乃柳侯修桥后向文豪曾巩请求而作，宋代

桥梁记大部分都是应请之作，考虑到传播效应，所请皆是雄文硕学之士。 

作为桥梁记创作主体的宋代士人，多兼官员、文人、学者于一身，与唐代及之前的士人相比，知识结构更加全面合理，且

能知行并重，求真务实。曾巩读书涉猎广泛，“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刺非、感微托远、山镵冢刻、浮夸诡

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吾悉得于此”44，其中的历法、星官、乐工、

山农、地记便属于科学技术领域。周必大所学“源深流洪、九流七略，靡不究通”
45
，朱熹则“对自然科学问题非常关心，因为

他建立哲学体系需要科学”46。 

州学、军学、县学、书院等教育机构所教科目也很全面，包括经、史、理、工诸类。如北宋初年胡瑗执教湖州州学时创立

了“分斋教学法”，“设经义、治事两斋，以敦实学。经义斋学习儒家经典理论，治事斋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算等实学”47。

治事斋教授的是具有实用性的水利、算数等专业技能，中国教育史上从此诞生了集传统经义与科学技术于一体的教育机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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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分斋教学作为“苏湖教法”，推广于太学及各地学校。如此一来，科学技术教育的地位上升，并极大普及，宋代士人比以

往任何时代的士人都更具理学素养和技术能力，且务求实践。他们担任地方官员时大多重视修桥、建堤等水利工程，如苏轼不

但精通文学书画，还在徐州任职时修筑了抗洪堤坝，在杭州任职时疏浚西湖；曾巩在齐州（今济南）任职时修建了北水门，明

州（今浙江宁波）任职时疏浚广德湖；唐仲友任职临海（今浙江台州）时亲自改良了浮桥的结构，兴建中津桥。正如学者所言：

“在中国古代，那些在科学上做出贡献的科学家首先是一般的人文学者或是朝廷官员。”48 

在桥梁建造等工程完成后，他们或是记载自己的造桥经历，或应请记录他人建造过程，而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作记，在桥梁

记书写中，宋代士人所具有的博学务实之精神，使得他们既能以文士的笔法去书写情志，又能以工程师的思维书写桥梁建设的

数据和原理，这是实现宋代桥梁记文学与科学双重书写的重要条件。 

（三）文化背景：宋代广泛开展桥梁营建活动 

书写桥梁记的必要前提，是要有修建桥梁的活动。宋前桥梁记仅 4篇，宋代则骤增到 80余篇，不得不说宋代桥梁营缮的兴

盛局面，是促使宋代桥梁记繁荣的直接动因。宋代造桥何以兴盛？除了建筑工艺提高之外，还跟国家倡导密不可分。 

宋代官制变化频繁，而无论怎样变化，都设置了主管桥梁营缮的部门，用以筹划、主持、督查桥梁建设。宋初实行“二府

三司”制期间，度支司发运案掌管都城汴京河道的桥梁修建，户部司修造案督查诸州桥梁营缮；元丰改制中，将作监、少府监、

都水监都职掌桥梁建设，因桥梁与交通、农业、水利等领域均息息相关，故涉及的中央管理部门也比较驳杂。地方官员对桥梁

的管理更加复杂，转运使、知府、知州多兼堤堰桥道劝农使主持桥梁修造，如欧阳修、沈括等均曾任职。知县、耆长等更是直

接参与地方桥梁修建。桥梁建设还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奖惩考课，《宋史·河渠志》记载：“留守向拱重修天津桥成四月具图来，

上降诏褒美。”
49
向拱因修桥有功，便得到了皇帝褒奖。 

在层层倡导督查之下，修建桥梁不仅是民之所需，而且是政之所显，很多官员士人将修桥济人作为重要政务。如魏了翁曰：

“盖道之不除，已非善政；而梁不夙戒，则厉深济盈，涉者滋病焉。昔人之觇陈议郑，固不越是。虽近世亦有以驿传桥道观人

者，殆不可以末务忽之也。”50自古以来桥路修造便是考察官员吏能政绩的重要参照，不能忽视。韩元吉云：“古者，矼石彴木

而为之桥，病其涉之利也，后世比舟而梁焉，盖所以济不通也。盟津之险，长淮之阻，国朝为制，庀在有司，凡州县之滨於巨

川者，得用为法，然或为或否。君子常以是为观政，非甚力之不足，则亦志之有怠云尔。”51意在说明桥梁于交通之重要，能不

能克服困难营造桥梁，可反映出官员品性与吏能。 

国家倡导、士人重视，外加宋代建筑技术发达，如科技史研究者言：“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宋元时期达到最高峰”
52
，“宋

代在桥梁建造技术中利用力学的成就是非常卓著的。宋代在材料的选择上表现出惊人的成就”53。座座桥梁在江河、山谷、海湾

凌波而起，正如刘辰翁《习溪桥记》所描绘：“吴之垂虹，闽之水西，泉之洛阳，不论扬州金陵，钱塘姑苏，又略杓小者，亦

不可为数”54。如此一来，桥梁记书写便有了最直接的需求，那些桥梁科学技术、士人志向追求才有了进入桥梁记被书写的可能。 

结语 

综上，桥梁记到了宋代不仅出现创作数量上的繁荣，而且在书写上与以抒情言志为主的赋、策、论、表、书等文体明显不

同，具有科技说明和文学表达的双重特点，这就使得桥梁记文体既具有科技文章的客观精准性，又具有文学作品的情思感染力，

二者融合后，形成了桥梁记的独特文风。且如今宋代桥梁遗迹所剩无几，宋代桥梁记中保留的建筑科学信息，对古代建筑与文

化研究，尤为宝贵。宋代桥梁记科技与文学双重书写的现象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文体自身的发展变化，使得宋代桥梁记要求其

具有“记录事实”与“教化世道”的功用，这是桥梁记进行双重书写的基本前提；文士博学的知识体系、务实的做事理念，使

作者进行双重书写成为可能；文化大背景上，国家重视修造桥梁、科技发展达到顶峰，使得桥梁营缮活动广泛开展，这是桥梁

记创作的直接动因。宋代桥梁记是一座文化富矿，除了建筑学、文学价值外，其地理学、史学价值也很大，有待学人继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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